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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产纪录电影的数量和质量均有显著提

升，其题材、类型、主题显得更为丰富，以多样化视

角呈现出对社会现实的关怀，开始驻足、凝视普通人

的日常生活与生存境遇。《四个春天》（2019）、《生

活万岁》（2018）和《二十二》（2017）三部纪录电影

在市场和业界均取得积极反馈，它们的艺术表达虽然

各具特色，但其相同之处在于鲜明的日常叙事特征，

即通过对现实生活中平凡个体或被遮蔽角落的精细化

顾亚奇，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副教授、文化创新与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数字人文研究中心研究员；王薇，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
院 2017 级硕士研究生。

摘   要 : 近年来多部院线纪录电影具有鲜明的日常叙事特征，较典型的作品如《四个春天》《生活万岁》《二十二》

等通过话语方式与言说主体的转变建构新的文本形态。国产人文纪录电影通过对诗意生活的呈现，力

图弥合现代社会中日趋分明的个体差异，在底层记忆的缝合中尝试与当代文化进行对话，伤痕修复影

像语言体系的打造，也从一个维度引发了观者对阐释意义的思考。纪录电影的“日常叙事”以平等和

敞开的姿态，赋予观者读解影像意义的更多可能性。

关键词 : 纪录电影   日常叙事    《二十二》    《生活万岁》    《四个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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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捉、挖掘和再现，激起观众共情并发人深省。这些

作品一方面彰显了中国纪录电影艺术自主性的觉醒与

张扬，另一方面也可被看作是与主流对话的尝试。

一、日常叙事：话语方式与言说主体的转变

在 叙 事 学 中， 一 般 将 叙 事 方 式 分 为“讲 述”

（Telling）与“展示”（Showing） 两种，其主要区别有



纪录片
研究 2020 年第 5 期  总第 161 期

94

三：第一，就其与所描述对象的距离而言，前者的距

离比后者大，后者比前者更直接；第二，就其传达的

叙事信息而言，前者较后者少，因为前者更简练而后

者的描写更详尽；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前者有

一个叙述者面对阅读者，作为传达信息的中介存在于

文本中，而后者中的叙述者却不介入或很少介入叙事，

尽可能不留下叙述的痕迹。[1] 由此观之，相对于讲述

式的“宏大叙事”而言，“日常叙事”是更偏向“展示”

的叙事方式，即它是“一种更加个性化的叙事，平民

生活日常生存的常态突出……它也许没有国家大事式

的气势，但关心国家大事的共性所遗漏的个体的小小

悲欢，国家大事历史选择的排他性所遗漏的人生的巨

大空间，日常叙事悉数纳入自己的视野”[2] 。伴随着

对“宏大”的消解，“日常叙事”以一种对当下个体生

活经验进行想象性表达的叙事状态展开文本。从话语

主体来看，日常叙事的主体偏重于社会个体；在文本

呈现方面，它更倾向于采用简单平实、生动形象的故

事化表达，使传达的内容更具象、更平实。此外，以

多元化叙事视角完成立体覆盖，对日常生活既赞颂也

反思亦是日常叙事的重要特点之一。

2017 年，纪录电影《二十二》以 300 万元成本收

获 1.7 亿元的票房，撬开了中国纪录电影院线时代的

大门。这部讲述“慰安妇”敏感话题的作品，并未像

以往纪录片常用的“宏大叙事”那样铺陈历史背景、

渲染苦难仇恨，而是重点选取了 4 位幸存者，以回望

的视角展示这一特殊群体生命余晖中的生活本相。与

《二十二》 主要运用采访的呈现方式不同， 《四个春

天》和《生活万岁》则采取了“直接电影”的形态。然

而，三部作品相同的是，它们都尝试通过话语方式与

言说主体的转变，来呈现隐匿在被记录者、记录者

与观看者各自生活中的“关系”——人与历史的关系、

人与他者的关系、人与自我的关系。三部作品的投射

点都聚焦在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身上，他们身处巨大

又多元的时代场域，是叙事的建构者、被建构者和见

证人。《二十二》从不断变化着的当下反观历史，人文

关怀在影像中悄然流露； 《四个春天》渲染慢生活的山

野色彩，寄意于对传统家庭生活的眷恋； 《生活万岁》

则发起对生活方式和生命意义的追问……凡此种种，

创作者都力求在日常叙事中蕴藏积极、深入的思考。

尤其需要强调的是，这些作品中的“日常叙事”，

除了对主体正面的表现，都不乏对主体负面情绪的展

示。甚至可以说，影片中着墨不多的“负面”情绪，

让观众更相信作品中“日常”的真实性，并由此为作

品铺设了对话功能——观者与被记录者的对话、观者

自我的对话、个体与社会的对话、人与环境的对话……

人们借此发现和反思浸淫在时代场域中的自我、自我

与外界的关系、自我应该如何选择。就像纪录电影需

要自主性一样，正是在对话与反思中，个体获得自我

确认的可能。

   二、诗意生活：弥合观众的视域差异

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曾

图 1   《 四个春天 》剧照

图 2   《 二十二 》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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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德国诗人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Johann Christian 

Friedrich Hölderlin）的著名诗句“人，诗意地栖居在大

地上”作为他哲学研究的起点。他从“形而上”的层

面来描述人类存在的独特性，企图唤醒亚里士多德在

《形而上学》三分法中“制作”方面所讲到的悲、喜剧

的“诗学”。与动物单纯的自然性的存在方式不同，

人的存在除具有“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自然属性

之外，还在无时无刻地“营造”着自己。这种“营造”

构成了人类主体性的栖居，而“诗意地栖居”便是“自

由地”对待自然且“自由地”对待自己。以一种完全

“自在”的状态达成人与自然的“同在”，这是“诗

意生活”的真谛。然而，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与消

费主义浪潮的席卷，人们控制自然的欲望日益膨胀，

其负面影响便是人们越来越“不自由”，越来越失去

“自我”，与此同时，人与人之间主体性的鸿沟也越

来越难以弥合。

2019 年上映的以家庭生活为题材的纪录电影《四

个春天》，导演陆庆屹以其父母为主要拍摄对象，用

朴素而又真切的镜头为观众呈现了黔南小镇充满诗意

和生机的自然状态。导演用了超过四年的时间，以无

意识的私人影像方式记录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

发生的故事：劳作、歌唱、出游、爬山、探亲、丧葬、

欢聚别离……诚然，贵州小镇的风土人情与大部分

银幕前观众的生活存在着巨大的主体间差异，但是

通过诸多记忆碎片的捕捉与拼贴，表现这个普通但

并不典型的家庭所传递的爱与自由，引发人们开始

审视自我当下的生活，进而去反思什么才是真正的

珍贵与值得。影片中颇具玩味并反复出现的意象之

一是“燕子”，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象征着春天的到

来，既有惜春伤秋之情，又有渲染离愁之感，更有

寄托相思之意。“蜂儿不解知人苦，燕儿不解说人愁”，

物与人、人与情，通过对普通家庭、普通人日常生

活的“诗意化”表达，唤起银幕前观众的共鸣，一种

普世性的归属感涤荡观者内心。在价值多元、碎裂

的当代生活中，这种方式如诗歌般抚慰人心，无疑

对观众起到一种黏合作用。

就当下的文化场域来看，焦虑的现代人渴望逃出

阐释意义的藩篱。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人们既想保

持一份独立的主体区别性，又极为担忧被边缘化、被

抛弃，从而反向催生出强烈的从众逐流心态。他们只

希望在具有共性的文化语义阐释空间中，发挥一下可

被社交圈层正向解读的区别性和特殊性，从而更好地

凸显自身价值。[3] 这种把生活诗意化或者着力表现“诗

意生活”的纪录电影，迎合了当代人特定的心理需求，

构建了具有同一阐释意义的空间。

无论是前述的《四个春天》，还是《生活万岁》

《二十二》，我们都可以从作品中看到其“诗意”的一

面。这种“诗意”可以表现为《四个春天》中一对普通

老人家庭生活中的日常景象；也可以是《生活万岁》中

摄影机像一弯明月般照映“沟渠”的某些角落，并为

之披上一层“朦胧外衣”；甚至在《二十二》中，导演

铺陈曾经的苦难，以此烘托出的当事者达观、平淡的

现状，似乎也获得了某种“诗意”。银幕上建构的“诗

意”场景，让观众在共情的基础上实现了悲欢相通。

在人们的感知被分化得更精细也更错位的当下，这类

作品起到了弥合受众视域差异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实

现了情感联结、抹平身份的功能。

三、底层记忆：寻求当代文化的最大公约数 

在社会科学领域，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在《狱中札记》中最早提出“底层”一词，他

主要强调了两种含义：其一，用作产业无产者的代名

图 3《 生活万岁 》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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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其二，在以阶级分等级的社会里，占支配地位的

阶级和从属阶级之间存在着更一般的关系 [4]。底层

形象在叙事和意识形态表达上有着十分重要的表征

意义，多样化、流动性的底层记忆形成了复杂的当

代文化景观。在不同话语环境中，“底层”有着不同

的表述。20 世纪 90 年代，《东方时空·生活空间》开

启从普通人角度记录历史的电视纪录片实践，其广

为人知的栏目语是“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老

百姓”无疑是政治话语场中与“官员”相对的、关于

“底层”群体的一种表述。

进入 21 世纪以来，在现代化进程加快的时代背

景下，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重大、显著的变

化。此时的“底层”已不同于 20 世纪 80、90 年代以来，

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因生存空

间不平衡，在城乡“二元对立”中，从贫困乡村走出

来的“农民 / 农民工”群体。阶层变迁导致社会资源

的重新分配及利益格局的重构，当下的“底层视角”

更应该是对被时代遮蔽的角落的关怀与反思，“反思

实际上是文化自觉的尝试” [5] 。 这种尝试反映在纪录

电影中，更多的是以融入其中的立场，以一种平等的

视角关注平凡人的生存境遇。比如，聚焦当代农民工

的《我的诗篇》，书写山城重庆负重前行的棒棒军们

的《最后的棒棒》，讴歌普通中国人坚守与热爱的《生

活万岁》等作品都是典型代表，它们以纪实的方式反

映普通民众的苦与乐。可以说，底层记忆是追求当代

文化的最大公约数。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人民”才

是推动社会与历史进步的决定力量，他们历经的苦难

与欢乐理应被记录下来。没有底层的历史只是断裂的

篇章，这些承载着人类历史命运的底层记忆，才将揭

开历史与社会隐秘的实践逻辑。

《生活万岁》就是以十五名普通人的故事拼贴而

成的纪录电影，堪称中国版的《浮生一日》，该片引

发了社会各阶层群体对“生而为人”的思考——有时

候，用力活着便是全部的信仰。单身妈妈、生病的医

生、帮儿子还债的老母亲、为亡妻念情书的退伍老兵、

卖唱的盲人伴侣、骑三轮车的老头、失恋的舞女……

这些身份符号无一相同，但在众生百态中，观众借助

影像体悟到了逆境人生中底层个体的倔强与不屈服。

毋庸置疑，苦难是大部分普通人生命中的重要内容，

学会直面苦难亦是每个人的必修课。纪录电影中对

底层的书写，更多的是将生活中的苦难呈现至银幕

上。无论是《生活万岁》里充满艰辛与坎坷的普通人，

还是《二十二》里一边被“彰显”一边又被“遗忘”的

“慰安妇”们， 在“被消费”过后，又不得不面临着“被

失语”的处境。值得注意的是，观看这些苦难的并

非苦难经历者本人，观众更多的是“凝视”苦难的“他

者”。在电影院的场域中，聚焦底层的纪录电影在再

现生命图景的同时，似乎也尝试着以“底层视角”与

主流意识对话，然而，当一切回到现实，底层的命

运故事似乎很快即被遗忘，这种反讽效果多少有些

令人沮丧。

不可否认，当代人正面临着信仰缺失的严重危

机，很多人一生忙碌只为物质奔波，最终还是被“焦

虑”所捕获和填满。怀疑论、不可知论等诸多不可

名状的后现代情绪，像幽灵一般飘荡在人们的精神

圈层。此时，亟需召唤和引导一种具有同构性和指

向性的内涵，在当代分散四溢的多元价值圈层中建

构一个精神共同体——底层记忆，它作为建构当代

文化的最大公约数，亦是促进不同圈层视域融合的

关键产物。

图 4   《 生活万岁 》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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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伤痕修复：意义延异的纵深思考

在日常叙事的话语模式中，纪录电影关于“伤

痕”的处理可以表现为多重层面的修复、弥合甚至和

解。然而，伤痕“修复”的意义是延异的。雅克·德里

达（Jacques Derrida）认为，“延异”是指文本本是无中

心的，结构也是不稳定的，其表述的意义超越了时间

与空间，不断变化着、游移着，在各种不同的结构中

不断被解构着。[6] 从这个角度来看，《二十二》之所

以受到争议、褒贬不一或许易于理解了。

《二十二》抛弃谱写历史惯常的“宏大叙事”，采

用极为细腻的个体叙述视角，碎片化、生活化的镜头

语言，试图重新描摹历史的伤痛。二十二位中国内陆

仅剩的“慰安妇”幸存者，除了这个显著标签和符号

之外，她们的生活似乎与普通老人的晚景并无二异。

对亲历的个体而言，在纪录过程中，采取这样一种平

静的日常叙事方式，似乎好过强烈仇恨的情感宣泄，

历史的“伤痛”被淡化为“隐痛”。显然，这种“陌生化”

的处理方式与宏大叙事的揭露、控诉不同，更多的是

尝试着对历史“伤痕”进行“抹擦”和“修复”。在德

里达看来，当一个文字写错了，人们把它涂抹掉，这

个字与其涂抹痕迹会一同呈现出来，这也真实地再现

了书写的心理。就此来看《二十二》，它不得不面对

这样的质疑：它真的做到反映历史了吗？在面对侵略

与民族仇恨的时刻，除了通过还原、归罪等叙事手

段让观众记住这段悲痛的历史之外，更重要的是“反

思”和对“反思本身的反思”，这恰恰是这部作品所

欠缺的。换句话说，造成“慰安妇”群体形成的原因，

以及当下社会对其认知的现状究竟是什么，诸多问

题是值得深入解读并引发观者思考的。对此，个体

叙述的单一性，使影片对伤痕的表现延异为“抹擦”

与“修复”。 

《生活万岁》是关于人在困境中努力生活的故事。

片中的每一个人物都面临着这样或那样的现实难题，

涉及记忆、梦想，似乎人人都带着“伤”，外伤或内伤。

这是一种纯现在时态的影像写作，它不是人物、场景

的零散细碎的片段，而是最终妥帖地“收纳”在一起，

形成一个新的空间。而收纳这一切的正是“苦难”与

“伤痛”，这一切正是“宏大叙事”中常常忽略的场景。

创作者的巧妙之处在于，影片并不试图追问造成“伤

痛”的原因，而是以一种召唤结构将阐释权交给观众。

导演之一任长箴以“进窄门，走远路，见微光”诠释

创作理念，也似乎意味着她将修复“伤痕”的责任抛

给了每个个体：顽强生长、“活下去”就有希望。[7] 在

这一点上，《四个春天》对于“伤痕”的处理有类似之

处。在即将到来的第三个春天，姐姐去世，原本和谐

快乐的一家人不得不直面亲人离去的悲伤。年迈的父

母白发人送黑发人，显然更加悲痛。于是，第三个春

天，导演用大量的篇幅展示姐姐健在时的影像，以及

父母对女儿的怀念场景，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悲伤，

是主动、干预式地伤痕“修复”。第四个春天，两位

老人在已故女儿的坟茔四周种上辣椒，防止动物来踩

踏；母亲在餐桌上留有女儿的碗筷；父亲找出已落满灰

尘的短笛，家里又有了音乐……伤痛转化为接受、坚

强与豁达。

我们不妨换个角度去理解这类以苦难、伤痕为

依托的纪录作品。吕新雨认为，探讨纪录片的真实

性其实和探讨纪录片的历史使命是一致的，在于要

建立观众对纪录片的信任。而信任的基础是建立在

创作者不是以一个权威的角度垄断对事件的阐述。

纪录片导演面对拍摄对象，要有对真相的敬畏之心，

更需要一种自我反省，即记录下来的应该明确是个

人某一个视角下的真实，并不代表着“绝对”的真实。

图 5    《 四个春天 》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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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所说，“一切理

解都是语言的理解……语言有一种隐匿和隐匿自身

的力量”[8] 。三部作品的语言体系正是采取日常叙事

的方式，达到了与现实的“对话”，并由此激发观众

去思考关于自我、自我与他人以及自我与外部世界

的关系。

注：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型主流媒体与国家意识

形态传播研究”（项目编号：15BXW058）研究成果；受到中国

人民大学“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和特色发展引

导专项资金”支持。

（责任编辑：孙红云）

因此，日常叙事中的“伤痕”应该在真实和表现两个

向度上达到平衡，将意义的阐释最终交给每一位观者

去完成。

综合来看，三部纪录电影承载的意义大于其电

影本身，它们尝试着以更加开放的姿态面对观者，让

观者通过解读影像文本挖掘属于自身的价值。作品对

生活的诗意呈现、对底层记忆的打捞、对伤痕的修复

式处理，其目的都是为了让人们更多地关注主体、弥

合差异、产生共情，进而真正实现彼此的对话。我们

可以继续追问的是，实现对话与反思的基础与核心是

什么？——相互理解。正如德国哲学家汉斯－格奥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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